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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四项实验探讨了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相比单独经历负性情绪事件，是否以及如何

促进了个体间的合作。实验 1～3 分别采用抽奖任务和瑞文推理测验任务操纵负性情绪事件，采用

公共物品博弈任务测量合作行为，结果表明，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相比单独经历负性情绪

事件，促进了个体间的合作行为。实验 2 通过测量归属需要、社会联结和内群体认同，实验 3 通过

操纵归属需要，来考察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促进合作行为的潜在机制，结果表明，共同经历

者之间的合作行为受归属需要的驱动，而社会联结和内群体认同不足以对该现象进行解释。实验 4

通过操纵个体共同经历“相同”和“不同”的负性情绪事件，进一步厘清了，促进个体间的合作是由于

“共同经历相同的负性情绪事件”而非“共同经历负性情绪”造成的。研究结果有利于解释小群体的形

成，对群体和社会管理亦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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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合作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生存中，作为高级社会性动物，人类通过

合作形成更强大的群体，以此应对生存中的威胁(Henrich & Henrich, 2006; Valdesolo & Desteno, 

2011)；在发展过程中，合作帮助人类化解社会冲突，激发个体创造力，提高任务绩效和社会生产力

(谢文澜 等, 2013; Newman-Norlund et al., 2007)。以往大量研究考察了情绪事件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比较普遍性的观点认为，经历正性情绪事件会增进个体之间的合作(窦凯 等, 2018; Dorfman et al., 

2014)，而经历负性情绪事件则会降低个体的合作，甚至增加攻击行为(Almagor & Ehrlich, 1990; 

Denson et al., 2011; Verona et al., 2002)。然而，以往研究着重考察个体单独经历情绪事件，而未涉及

与他人共同经历情绪事件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现实生活中，个体不仅单独经历情绪事件，也常与他人共同经历相同情绪事件(Betts & Hinsz, 

2013)。无论是失去亲人、遭遇自然灾害(如地震)，还是考试落榜、受到批评、被排挤，人们往往都

有共同经历者。共同经历就像针织物里的纱线一样交织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常见又至关重要

(Haj-Mohamadi et al., 2018)。鉴于以往研究表明，负性情绪事件对人际关系以及合作具有非常大的破

坏性(Denson et al., 2011; Twenge, Baumeister, et al., 2007; Verona et al., 2002)，本研究着重考察共同经

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对合作的影响。对该现象进行考察，不仅因其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更因其

有利于回答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1)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是否和单独经历

负性情绪事件一样，如降低共同经历者之间的合作行为？(2)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如何影响个

体的心理认知过程，进而影响人们的合作行为？本研究拟通过一系列实验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1.1 共同经历与合作行为 

共同经历(co-experience)广义上被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或群体，参与到同一事件的过程

中。虽然以往研究并未直接考察共同经历负性情绪事件，相比单独经历负性情绪事件，是否会促进

个体之间的合作，但以往研究为共同经历负性情绪事件促进合作提供了一些间接的证据。关于同步

性活动的研究发现，同步性舞动身体(Reddish et al., 2013)，按相同节奏晃动(Valdesolo et al., 2010)，

以及随着音乐节奏一起敲拍子(Valdesolo & Desteno, 2011)等，都促进了个体间的合作。虽然同步性

活动也属于“共同经历”的一种，但此类研究并不强调该类事件——同步性身体运动——的情绪性质

(Wiltermuth & Heath, 2009)。 

近期有研究考察了共同经历生理疼痛对合作行为的影响。Bastian 等人(2014)让被试将手放在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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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里并保持深蹲(实验 1)或吃很辣的食物(实验 2)来引发生理疼痛，结果发现，共同经历生理疼痛的

个体比共同经历非生理疼痛的个体之间更加合作(Bastian et al., 2014)。Wang 等人(2019)考察了共同经

历生理疼痛如何影响女大学生合作时的脑活动，结果发现，共同经历生理疼痛促进了合作时的多脑

协同工作。由于上述两项研究关注的重点在于共同经历疼痛，相比共同经历“非疼痛”，是否以及如

何影响人们的合作行为，因而与本研究所要探讨的共同经历情绪事件，相比单独经历情绪事件，是

否会促进个体之间的合作，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个问题。 

日常经验表明，“共患难”的经历是重要的人际关系粘合剂。与此相一致，一些回溯性研究表明，

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会增进共同经历者之间的亲密感。Turner 和 Wainwright(2003)发现，在训

练中多次受伤的芭蕾舞表演者，尤其是共同经历因伤痛而无法表演的芭蕾舞者之间，有着更亲密的

关系。Whitehouse 等人(2014)发现，在越南战争中，共同目睹了战友牺牲的士兵间保持更浓厚的友谊；

利比亚战争中的士兵也是如此，在战争中共同经历的焦躁感越多，士兵间的社会联结越强。基于上

述分析，我们推测，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相比于单独经历负性情绪事件，可能会促进个体

间的合作行为。 

1.2 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促进合作行为的机制 

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如何促进合作？基于以往研究，本研究拟从归属需要、社会联结，

以及内群体认同来探讨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影响合作的潜在机制。归属需要、社会联结和内

群体认同是彼此联系但各不相同的概念。归属需要是个体寻求与他人建立、维持积极关系的一种动

机，是人类的基础性动机之一，驱动和指引着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Baumeister & Leary, 1995)。

作为一种基础性动机，归属需要又包含多种子动机(或亚型; subtypes)，如进行“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获得“情感支持(emotional support)”、与他人“建立积极关系(positive stimulation)”、“通

过社会接触减少负性情绪(reduction of negative affect through social contact)”等。社会联结(social bond)

指人际间或群际间建立的亲密关系的程度(Baumeister & Leary, 1995)。社会联结与归属需要中获得

“情感支持(emotional support)”，以及与他人“建立积极关系(positive stimulation)”的需求相关，但不同

之处在于：归属需要是对建立和维持积极关系的渴望(动机)，而社会联结是对亲密关系的感知

(Baumeister & Leary, 1995)。内群体认同指个体对自身所属群体成员身份的认同(Ellemers et al., 1999)。

以往研究表明：一方面，具有高归属需要的个体更倾向于寻求与他人的共同群体身份(De Cremer & 

Leonardelli, 2003)；另一方面，个体的归属需要也可以通过共同群体身份的认同而得以满足(Hornsey & 

Jetten, 2004)。本研究旨在厘清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到底是通过归属需要、社会联结，还是内

群体认同，来促进个体之间的合作。换言之，本研究旨在回答：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究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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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提升了个体向他人寻求归属的需要(无论是出于“建立积极关系”、“获得情感支持”的需要，还是

“进行社会比较”的需要)，还是由于提升了共同经历者之间的亲密度(社会联结)，亦或是由于导致了

个体将自身与共同经历者视作同一类人(内群体认同)，从而增加了彼此间的合作。 

1.2.1 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与归属需要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当个体面临外在威胁时，往往会产生强烈的归属需要。这是因为，

个体单独的力量是有限的，为了更好地应对威胁，获得更多生存机会，把自己的基因遗传下去，人

们会寻求彼此的支持(Gintis et al., 2003; Higgins, 2008)。归属需要是人类在进化发展的历程中，寻求

积极人际关系，与他人建立并保持联结的最基本的需要之一(Baumeister & Leary, 1995; Maslow, 

1943)。Rao 等人(2011)在 2008 年汶川地震后对灾区民众和非灾区民众的合作行为进行了考察，结果

发现，相比非灾区的民众，灾区民众具有更高的合作行为倾向；且受灾越严重，人们的合作倾向越

强。基于此，Rao 等人(2011)提出劣势让人更合作的观点，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在于，地震这一

自然威胁增加了人们的归属需要，进而促进了人们之间的合作行为。此外，不仅现实中的威胁，甚

至想象中的威胁都可以激发个体的归属需要。Maner 等人(2007)设置了三种实验条件：一种条件下让

被试想象自己会“孤独终老”(关系威胁)，另外两种条件分别是想象自己拥有稳定的婚姻和友谊(未来

归属)，以及控制条件(非关系威胁)。结果表明，相比于控制条件和想象未来拥有归属条件，被试在“孤

独终老”条件下更渴望与他人建立联系，融入群体。以往研究也表明，负性情绪事件是渗透性的，甚

至是快速破坏人类身心健康的主要外部威胁(e.g. Schwarz, 2010; Yiend, 2010)，因而会激发个体强烈

的归属需要(Gintis et al., 2003; Higgins, 2008)。 

虽然经历负性情绪事件会激发个体的归属需要，但是归属需要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以往研究表

明，人们不是无差别地向他人寻求归属需要的满足，人们只会向那些有可能接纳自己，或有可能进

一步建立关系的个体寻求归属满足(Maner et al., 2007)。Schachter (1959)关于归属需要的经典研究已

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Schachter (1959)发现，人们在即将遭遇电击时更愿意选择与他人一起等待，

而非独自等待。然而，这些被试并非愿意与任何他人一起等待，而只愿意与那些和自己一样即将遭

受电击的他人一起等待。据此，Schachter (1959)指出“痛苦之人并非饥不择食地寻求陪伴，而是寻求

与自己同样遭受痛苦者的陪伴”(p. 24)。同样的，经历负性情绪事件的个体更有可能向共同经历者(而

非向无关他人，或负性情绪事件的制造者)寻求归属满足。这是因为，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让

个体和共同经历者处于同样的困境，他们都“知晓”对方也像自己一样希望与他人建立关系以满足归

属需要，从而彼此靠近，抱团取暖。这一观点与 Allport (1954)的观点一致：对于大多数被歧视的受

害者，他们自己遭受的磨难和痛苦有助于他们理解和洞察其他受害者的感受，他们可能会产生这样

的想法：“那些人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最好与他们站在一起，而不是反对他们”(p. 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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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归属需要可能驱动着个体表现出合作或其他亲社会行为。Baumeister 和 Leary (1995)指出，

人们的归属需要是渴望建立关系，而合作是传递渴望的一种行为表达。De Cremer和Leonardelli (2003)

发现，具有高归属需要的个体在公共物品博弈中投资更多，即表现得更合作。Maner 等人(2007)发现，

被排斥的个体(归属需要受到威胁)，相比被接纳或中性的个体(归属需要未受到威胁)，更倾向于去结

交新朋友(参加一项交友活动)，选择和他人一起工作(而非独自工作)，给予他人(并非排斥者)更积极

的评价以及更高的报酬。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推测，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可能会通过增加

对共同经历者的归属需要，进而促进共同经历者间的合作。 

1.2.2 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与社会联结 

关于共同经历和共同命运(common fate)的研究表明，个体倾向于与自己具有同样情感经历的他

人建立社会联结(Nakayachi & Ozaki, 2014; Turner & Wainwright, 2003)。例如，共同经历自然灾害、

恐怖袭击，会增加幸存者之间的社会联结；共同经历战争会增加士兵之间的社会联结(Bauwens & 

Tosone, 2010; Boulanger, 2013; Cohen et al., 2015; Whitehouse et al., 2014)。Boothby 等人(2016)发现，

一起吃巧克力(共同经历)的被试间有更强的社会联结。社会联结更高的个体之间，由于彼此喜欢、彼

此信任，因而可能会更合作(Balliet & Van Lange, 2013)。基于以往研究，似乎可以推测，共同经历相

同情绪事件(包括负性情绪事件)的个体之间，相比单独经历情绪事件的个体之间，可能会产生更强的

社会联结，进而增加彼此间的合作。 

然而，由于如下两方面的证据，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的个体之间也可能不会形成强烈的

社会联结。一方面，大量研究表明，人们可能会对处于不利处境中的个体或群体(如残疾人、乙肝病

人、少数民族等)进行污名化，以及远离这些个体或群体(Pescosolido et al., 2013; Vaughan & Hansen, 

2004)；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人们更倾向于与处于优势地位的个体建立联结，借此来提升自身地

位(Dijkstra et al., 2010)或向优势个体学习(Harris et al., 2008)。鉴于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时，同

伴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处于劣势，因而可能会导致个体(负性情绪事件经历者)对其产生消极态度，从

而不仅不会提升，反而会降低其彼此间的社会联结，进而降低彼此间的合作。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不确定社会联结是否是导致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增加个体之间合作

的内在机制。尽管如此，本研究拟对这一可能的内在机制进行考察。 

1.2.3 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与内群体认同 

社会身份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认为，“社会身份是个体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源自个体对社

会群体成员身份以及附着于这种身份之上的价值与情感意义的认知”(Tajfel, 1974, p. 69)。当凸显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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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社会身份时，个体会在一些重要维度上夸大不同类别个体之间的差异，而将相同类别个体之间

的差异最小化，从而形成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清晰区分。基于这种社会身份的区分，个体对自己所属

的群体产生认同，进而在行为和态度上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贬损(Everett et al., 2015; Hewstone et 

al., 2002)。Turner 等人(1987)在社会身份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我分类理论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该理论认为，人们会根据一些线索，甚至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线索，自动地将自己和他人划

分为内群体或外群体，从而形成不同的群体成员身份。很显然，共同经历是一种非常重要且凸显的

社会线索。基于此，似乎可以推测，个体有可能会根据这一线索将自己和共同经历者归为一类，从

而产生内群体偏好，表现出更高的合作。 

虽然存在上述可能性，但是也存在一些证据表明，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时个体未必会和

共同经历者之间形成群体认同。社会身份理论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个体会努力维持或增强他们的自

尊，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Tajfel & Turner, 1986, p. 16)。基于这一原则，Tajfel 和 Turner (1986)做出

如下推论：(1)个体会试图获得和维持积极的社会身份；(2)当社会身份不令人满意时，个体要么离开

现有群体，加入更加积极的群体；要么使得当前的社会身份更积极。与上述原则相一致，以往研究

也表明，低社会地位的群体成员，相比高社会地位的群体成员，表现出更少的内群体认同(Ellemers et 

al., 2010; Ellemers et al., 1990; Sachdev & Bourhis, 1987)。具体到个体与他人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

件时，个体未必会与共同经历者形成内群体认同。这是因为，此时对方和自己同样处于不利境地，

很难从对方身上获得积极的社会身份，以及提升自尊。换言之，在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的条

件下的个体之间反而不易形成内群体认同。 

基于上述正反两方面的证据，我们亦不确定内群体认同是导致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增加

共同经历者之间合作行为的原因。尽管如此，本研究仍拟对这一可能的内在机制进行考察。 

综上，本研究通过四项实验考察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是否，以及如何增加个体之间的合

作。本研究选取“失败”这一类非常普遍性的负性情绪事件来进行考察。具体而言，本研究实验 1 采

用抽奖任务，实验 2 和实验 3 采用瑞文推理测验任务来操纵负性情绪事件；三项实验皆采用公共物

品博弈任务测量合作。此外，实验 2 和实验 3 考察了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增加共同经历者之

间合作行为的三种可能的心理机制。实验 4 进一步考察了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和共同经历不

同负性情绪事件条件下个体的合作意愿。 

2 实验 1 

2.1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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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被试 

我们参照以往相关文献(Bastian et al., 2014; Maner et al., 2007)1来计划本实验的被试量。由于上述

研究中每种条件下的被试量约为 30 人，我们以每组 30 人作为本研究的计划样本量。本研究计划招

募 120 人，实际招募 120 人。由于 2 名被试识别实验目的(共同经历成功和单独经历成功条件下各 1

名被试)，其数据不纳入统计分析。最终 118 名被试(94 女，平均年龄为 18.32 ± 0.73 岁)的数据纳入

统计分析，其中共同经历失败 36 人，共同经历成功 29 人，单独经历失败 27 人，单独经历成功 26

人。此外，针对本实验主要采用的方差检验(即，以合作行为为因变量的 2(经历类型：共同经历 /

单独经历 ) × 2(情绪事件类型：失败 /成功 )方差分析 )进行灵敏度功效分析(sensitivity power 

analysis; 假设 α = .05, power = 0.80)。结果发现，根据现有样本量，我们有能力检测到的所有因素的

效应(主效应和交互效应)的最小效应量为 f = 0.26，属于中等水平以上的效应(0.25 < f < 0.40)。 

2.1.2 实验程序 

为掩盖实验目的，实验开始前告知被试，这是一项关于投资决策的实验。两名互不相识的被试

同时参加实验。首先，两名被试同时完成一项真实的抽奖任务，以此操纵情绪事件的类型(正性情绪

事件 vs.负性情绪事件)。具体而言，两名被试分别在一个非透明箱子中抽球(其中有 10 个黄球，10

个白球；球的大小、形状、材质相同)，抽到黄球获得 20 元现金，抽到白球则获得 0 元。由此构成

了 2(经历类型：共同经历、单独经历) × 2(情绪事件类型：成功、失败)的设计，共 4 种实验情境：两

名被试均中奖，各获得 20 元(共同经历成功)；两名被试均未中奖，各获得 0 元(共同经历失败)；一

名被试中奖，获得 20 元，另一名被试未中奖，获得 0 元，分别为单独经历成功和单独经历失败两种

条件。由于是真实的抽奖任务，成功与失败的结果并非预先决定的，这导致四种实验条件下的被试

量并不完全等同。 

随后，被试完成公共品博弈任务(Cremer & Vugt, 1999)。具体而言，两名被试各获得 50 个代币，

并根据自己的意愿往公共物品箱里投资。如果两人投入公共物品箱子里的代币数之和 ≥ 70，其中的

代币数会翻 1.4 倍，然后平分给两名被试，两人最后所得代币为投资剩下的代币加上平分到的代币。

如果两人投入公共箱子里的代币总数 < 70，那么投到公共物品箱子里的代币则归零，被试最后所得

代币为投资后剩下的代币。告知被试投资只进行一轮，其最后所得代币将折换成现金作为实验报酬。

要求被试认真考虑并做出投资决定，期间不能与他人交流。 

 
1如 Bastian 等人(2014)的研究中，其实验 1、实验 2 和实验 3 中分别是 54、62、57 名被试，这些被试又被分配到 2

种实验条件下，因此每种实验条件下约 30 名被试；在 Maner 等人(2007)的研究中，实验 1 为 56 名被试分为 3 组，实

验 2 为 34 名被试分为 3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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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验情绪事件操纵的有效性，被试投资后完成情绪状态量表(PANAS; Watson et al., 1988)。最

后，让被试猜测实验目的并发放被试费，告诉被试如果因为实验受到消极影响或对实验有疑问，可

随时联系主试。 

2.2 结果分析 

2.2.1 对情绪事件的操纵检验 

将情绪状态量表(PANAS)中的 10 个正性情绪测项(Cronbach’s α = 0.87)合并为负性情绪

分数，将 10 个负性情绪测项(Cronbach’s α = 0.88)合并为负极情绪分数。结果表明，被试在

经历失败时报告的正性情绪得分(M = 2.89, SD = 0.60)显著低于经历成功时报告的正性情绪

得分(M = 3.39, SD = 0.56), t(116) = 4.63, p<0.001, d = 0.86。然而，被试在经历成功时报告的

负性情绪得分(M = 1.73, SD = 0.60)与经历失败时报告的负性情绪得分 (M = 1.55, SD = 0.53)

无显著性差异， t(116) = 1.77, p = 0.08, d = 0.32。以上结果表明，抽奖任务在一定程度上操

纵了情绪事件。  

2.2.2 合作行为 

以被试投资的代币数为因变量，性别为协变量，进行 2(经历类型：共同经历 /单独经历) 

× 2(情绪事件类型：失败 /成功)的方差分析。2结果显示，经历类型主效应不显著 F(1, 113) = 

0.80, p = 0.37; BF10 = 0.26, 表明当前数据中等程度的证据支持 H0。3情绪事件类型主效应亦

不显著，F(1, 113) = 2.31, p = 0.13; BF10 = 0.35, 表明当前数据较弱的证据支持 H0。经历类

型和情绪事件类型交互作用显著，F(1, 113) = 4.21, p = 0.04, ŋ2 

p = 0.04。如图 1 所示。  

进一步分析发现，共同经历失败条件下个体之间的合作倾向高于单独经历失败的条件，

统计结果边缘显著，t(61)= 1.72, p = 0.09, d = 0.42; BF10 = 0.90, 表明当前数据较弱的证据支

持 H0。共同经历成功和单独经历成功两种条件下个体间的合作没有显著性差异，t(53)= -1.02, 

p = 0.31; BF10 = 0.42, 表明当前数据较弱的证据支持 H0。以上结果说明，相较于单独经历失

败，共同经历失败有增加个体间合作的趋势。  

 

2对不同性别被试的投资代币数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男女被试在合作行为上无显著差异，t(116) 

= -1.29，p > 0.05。  

3鉴于采用传统的 NHST 假设检验中，仅凭借 p > 0.05 并不能作为支持零假设(H0)的证据，因此，我们在针对核心因

变量——合作行为——的统计分析中，对于结果 p > 0.05 的效应采用 JASP 软件进行了贝叶斯因子分析(详细分析方法

及统计推断标准，参见胡传鹏 等, 2018)。实验 2～4 的数据分析处理方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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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经历类型和事件类型中被试的投资额 (M±SE) 

2.3 讨论 

实验 1 的结果发现，相比于单独经历负性情绪事件，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有促进合作行

为的趋势(但结果并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研究假设。导致上述结果不

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本实验对情绪事件的操纵存在不足：首先，采用情绪状态量表(PANAS)对情

绪事件操纵有效性进行的检验结果表明，抽奖任务未能非常有效地操纵负性情绪事件(被试在经历

失败时报告的正性情绪得分显著低于经历成功时报告的正性情绪得分，但是两种条件下的负性情绪

得分无显著性差异)。这可能是由于是否中奖本身是随机事件，未中奖不足以诱发被试强烈的消极情

绪。其次，该任务本身就涉及金钱，因而可能会对因变量(投资任务中的投资数额)产生干扰，从而造

成实验结果的混淆。鉴于上述不足，实验 2 将采用一种新的非金钱任务 (瑞文推理测验任务)

来操纵情绪事件。该任务已被以往研究证明能有效操纵负性情绪事件(蔡华俭 , 杨治良 , 2003; 

张向葵 , 田录梅 , 2005)。  

虽然实验 1 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研究假设，但有如下问题尚未回答：其一，实验 1

尚不能排除是共同经历失败增加了被试的合作，还是单独经历失败(自己经历失败，对方经

历成功)降低了被试的合作。换言之，上述结果可能是由于失败的被试不愿意与成功的被试

合作所致。其二，共同经历负性情绪事件究竟如何促进个体间的合作？基于上述分析，实

验 2 采用新的对照组(被试自己经历失败，而对方并未经历成功或失败 )来检验共同经历失败

是否确实会增加共同经历者之间的合作，并通过测量个体间的归属需要、社会联结和内群

体认同来探索共同经历负性事件促进合作的内在心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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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 2 

本实验通过瑞文推理测验任务操纵负性情绪事件。为检验该操纵的有效性，招募 32 名

本科生(15 女，平均年龄为 18.28 ± 0.52 岁)参与预实验。具体而言，从瑞文标准推理测验中

选择难度较大的 13 道题组成一个新的测验。测验前告知被试，该测验能有效测量大学生的

智力水平和能力状况，且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其未来的成就水平和幸福感，要求被试尽量

又快又准地完成测验(每道题在电脑上呈现 23 秒)。测验结束后给被试结果反馈以操纵失败

事件：“你一共做了 13 道题，只做对了 3 题，得 3 分。很遗憾，你在该测验上失败了！”随

后，采用 Likert 7 点量表(1 = 非常不符合，7 = 非常符合)测量被试的失败感知 (“我感觉自

己成功了”、“我感觉自己失败了”)和情绪(开心、愉快、自豪、伤心、难过和失望 )。  

结果显示，被试的失败感知 (M = 3.66, SD = 1.78)显著高于成功感知(M = 2.63, SD = 1.10), 

t(31) = 2.78, p = 0.009, d = 0.70。分别将三项负性情绪测项 (α = 0.88)和正性情绪测项(α = 0.87)

进行平均处理并进行配对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被试体验到的负性情绪 (M = 3.89, SD = 1.45)

显著高于正性情绪(M = 2.99, SD = 1.29), t(31) = 2.10, p = 0.046, d = 0.65。因此，瑞文推理测

验任务有效操纵了负性情绪事件。  

3.1 方法 

3.1.1 被试 

本实验共招募 98 名被试参与实验，其中 32 名被分配到共同经历失败条件，33 名被分配到单独

经历失败条件，33 名被试作为单独失败者的合作对象(无关他人)被分配到单独经历失败条件(未采集

数据，不纳入最终分析)。因 3 名被试识别实验目的(共同经历失败组 1 名，单独经历失败组 2 名)，

故予以剔除。最后剩余 62 名被试(31 女，平均年龄为 18.15 ± 0.47 岁)，其中共同经历失败组和单

独经历失败组各 31 人。对本实验中合作行为的 t 检验进行灵敏度功效分析(sensitivity power analysis; 

假设 α = 0.05, power = 0.80)，结果发现，根据现有样本量，我们有能力检测到的两组实验条件下合

作行为存在差异效应的最小效应量为 d = 0.72，属于中等水平以上的效应(0.50 < d < 0.80)。 

3.1.2 实验材料 

归属需要量表 (NTBS; Leary et al., 2013)  该量表共包括 8 个测项，如“我希望在需要帮

助时可以求助于对方 (与我玩投资游戏的人 )”。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让被试根据自己当时的真实状态，在 10cm 的线段上划“×”(0 = 一点也不符合，10 =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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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符合)。  

社会联结问卷 (改编自 Bastian et al., 2014; Boothby et al., 2016; Sedikides et al., 1999)  该问

卷共包括 5 个测项，如“你觉得对方(与你玩投资游戏的人)与你有多亲近”，同样采用 10cm

的视觉模拟评分法。  

内群体认同问卷 (Leach et al., 2008)  该问卷共包括 3 个测项，如“你觉得对方(与你玩投

资游戏的人)与你有多相似”，同样采用 10cm 的视觉模拟评分法。  

3.1.3 实验程序 

两名互不相识的被试同时参加实验。首先，两名被试各自完成瑞文推理测验任务 (同预

实验)。在共同经历失败条件中，告知被试其在该任务中失败了，另一同学也在测验中失败

了，现在他们两人将一起完成一项投资任务。在单独经历失败条件中，告知被试其在该任

务中失败了，现将和另一名同学一起完成一项投资任务(被试没有被告知该同学是否参与瑞

文推理测验任务)。随后，两名被试一起完成公共品博弈任务。具体而言，分别给两名被试

100 元代币，被试各自决定投 0~100 的任意钱数到公共物品箱里，两人投到箱子的代币会翻

1.5 倍再平分给两名被试。被试最终得到的钱是各自投资后剩下的钱加上从公共箱子里平分

到的钱。4与实验 1 相同，被试独自思考投资数额并进行投资，期间不允许彼此交流。被试

完成投资后，依次填写归属需要量表、社会联结问卷和内群体认同问卷。  

最后，检测被试是否识别出实验目的，并告知被试瑞文推理测验任务的结果并非被试

的真实成绩，而是为了研究人们失败后的反应而操纵出的假结果，以此确保被试不会受到

实验的消极影响。同样，被试被告知，他们有权决定是否愿意将自己的数据纳入实验分析(被

试都同意对其数据的使用)；如果他们因为实验产生不适感或者对实验有疑问，可以随时联

系实验者。给被试发放实验报酬，并请被试对实验的操纵保密(尽可能避免污染其他被试 )。 

3.2 结果分析 

3.2.1 合作行为 

 

4因为实验 1 中的公共物品博弈任务具有较大的难度，为保证被试能够准确理解公共物品博弈任务的规则，

本实验采用了简化的公共物品博弈任务 (Bowen,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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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显示，被试在共同经历失败条件下的投资数额 (M = 64.35, SD = 

19.29)显著高于单独经历失败时的投资数额(M = 51.77, SD = 18.70), t(60) = 2.61, p = 0.01, d 

= 0.68。  

3.2.2 中介效应检验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系数见表 1。相关分析发现，经历类型仅与归属需要和合作呈显著正

相关，归属需要、社会联结、内群体认同及合作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的相关  

变量 M SD 
相关 

1 2 3 4 5 

1. 经历类型 0.50 0.50 —     

2. 归属需要 5.76 1.40 0.29* —    

3. 社会联结 5.67 1.94 0.20 0.49** —   

4. 内群体认同 5.89 1.74 0.15 0.40** 0.61** —  

5. 合作 58.06 19.88 0.32* 0.46** 0.42** 0.31* — 

注： (1) *p ≤ 0.05，**p ≤ 0.01。 (2) 经历类型分为两类：0 = 单独经历失败；1 = 共同经历失败  

将归属需要量表的测项进行平均处理(Cronbach’s α = 0.72)。结果表明，被试在共同经历

失败条件下的归属需要(M = 6.16, SD = 1.42)显著高于单独经历失败条件(M = 5.35, SD = 

1.28), t(60) = 2.44, p = 0.02, d= 0.60。被试在两种实验条件下的社会联结(Cronbach’s α = 0.91)

差异不显著，t(60)= 1.54, p = 0.13；内群体认同(Cronbach’s α = 0.74)差异也不显著，t(60) = 1.18, 

p = 0.24。采用 bias-corrected bootstrap 方法进行有多个并列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

(Preacher & Hayes, 2008)。选用样本量为 5000，设置 95%的置信区间(95%CI)来评估自变量(经

历类型)通过中介变量(归属需要、社会联结和内群体认同 )对预测变量(合作行为)的间接中介

效应(indirect effect, path ab)。若间接效应的 95%CI 区间不包含 0，则说明该间接效应显著。

纳入分析的所有变量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各路径的回归结果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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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经历事件类型与合作行为之间关系的中介分析  

注：**p ≤ 0.01; *p ≤ 0.05 

结果发现，三个中介变量共同发挥的中介作用显著(β = 5.15，95% CI = [0.89，10.45])。

在三个中介路径中，归属需要的中介效应显著 (β = 3.19，95% CI = [0.40，8.28])；社会联结(β 

= 1.78，95% CI = [-0.30, 6.51])和内群体认同(β = 0.18，95% CI = [-0.97, 2.85])的中介效应不

显著(见表 2)。上述结果意味着，归属需要在经历事件类型与合作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而

社会联结或内群体认同并未起中介作用。  

表 2 中介分析的 Bootstrap 法检验结果  

间接效应 系数 SE 

 BC 95% CI 

 最小值  最大值 

总体 5.15* 2.38  0.89  10.45 

归属需要 3.19* 1.93  0.40  8.28 

社会联结 1.78 1.57  -0.30  6.51 

内群体认同 0.18 0.87  -0.97  2.85 

注：5000 bootstrap samples；* p ≤ 0.05。   

3.3 讨论 

实验 2 通过瑞文推理测验任务操纵负性情绪事件，并设置了新的单独经历条件作为对

照组。研究结果进一步佐证了实验 1，即相比单独经历负性情绪事件，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

绪事件促进了个体间的合作。此外，归属需要在共同经历负性情绪事件和合作行为中起中

介作用，而社会联结或内群体认同并未起中介作用。这一结果支持“共同经历负性情绪事件

通过影响归属需要，进而影响共同经历者之间的合作行为”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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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中介分析只能通过分析变量之间的共变关系，或相关关系来推断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而

不能直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温忠麟, 叶宝娟, 2014; Spencer et al., 2005; Zhao et al., 2010)，故

实验 3 拟进一步通过操纵归属需要来检验共同经历负性情绪事件、归属需要以及合作行为之间的因

果联系。 

4 实验 3 

4.1 方法 

4.1.1 被试 

本实验共招募 96 名本科生参加本实验(50 女，平均年龄为 18.26 ± 0.71 岁)。三种实验

条件下(共同经历失败-归属满足、共同经历失败 -归属控制、单独经历失败 )各 32 人。对本实

验中合作行为的单因素方差检验进行灵敏度功效分析 (sensitivity power analysis; 假设 α = 

0.05, power = 0.80)，结果发现，根据现有的样本量，我们有能力检测到主效应的最小效应量

为 f = 0.32，属于中等水平以上的效应 (0.25 < f < 0.40)。  

4.1.2 实验程序 

两名互不相识的被试同时参加实验。采用瑞文推理测验任务操纵失败的情绪事件 (同实

验 2)。随后，在“共同经历失败-归属满足”条件下，对被试进行满足归属需要的操纵。参照

以往研究(如 Twenge, Zhang, et al., 2007)，让被试用一分钟时间思考其最喜欢的朋友是谁，

以及为什么最喜欢他 /她，并用三分钟时间在问卷上写下对他 /她的具体描述。随后，告知被

试另一名同学也在测验中失败了，由两人一起进行接下来的投资任务——公共物品博弈任务

(同实验 2)。在“共同经历失败-归属控制”条件下，操纵被试经历失败后，让被试用一分钟时

间思考从寝室到实验室的路线图，并用三分钟在问卷上写下对该路径的具体描述。同样，

告知被试另一名同学也在测验中失败了，由两人一起完成投资任务。在“单独经历失败”条件

下，操纵被试经历失败事件后，告知被试其在该任务中失败了，现将和另一名同学一起完

成一项投资任务(被试没有被告知该同学是否参与瑞文推理测验任务 )。实验结束后，检验被

试是否识别实验目的，并向被试说明实验操纵，确保被试不会受到伤害，并获得使用其实

验数据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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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结果分析 

以三种实验条件 (以下简称“共同失败—归属控制”、“共同失败—归属满足”和“单独失

败”)为自变量，被试在公共物品博弈中的投资数额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

示，三种实验条件下的投资数额差异显著，F(2, 93) = 4.81, p = 0.01, ŋ
2 

p = 0.09。如图 3。事后

检验表明，共同失败—归属控制条件下被试的投资数额(M = 68.56, SD = 24.44)均显著高于

共同失败—归属满足(M = 52.37, SD = 21.35)和单独失败两种条件(M = 52.17, SD = 26.70)，

ps < 0.01。共同失败—归属满足条件下被试的投资数额和单独失败条件下并无显著差异，p = 

0.97; BF10 = 0.26, 表明当前数据中等程度的证据支持 H0。  

 

图 3 不同实验条件下个体的投资金额 (M±SE) 

4.3 讨论 

以上结果表明，共同经历失败，相比单独经历失败，增加了共同经历者之间的合作行

为，重复验证了实验 2 的结果。然而，一旦归属需要得到满足，共同经历失败时被试不再

对共同经历者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换言之，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确实是通过增

加个体对共同经历者的归属需要而促进其合作行为的。虽然实验 1～3 的结果表明，共同经

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有利于促进个体间的合作，然而尚未明确该结果究竟是由于“共同经历

相同负性情绪事件”造成的，还是由于负性情绪事件诱发的“共同经历负性情绪”造成的。因

此，本研究实验 4 拟通过设置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经历不同负性情绪事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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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经历负性情绪事件来回答上述问题。  

5 实验 4 

5.1 方法 

5.1.1 被试  

根据 G*Power 计算(Faul et al., 2007)，对于本实验适用的单因素三水平方差分析，在显

著性水平 α = 0.05 且中等效应(f = 0.25)时，预测达到 80%的统计力水平所需总样本量至少为

159 人。我们实际招募大学生 210 名(每种实验条件下 70 人)，其中 1 名被试情绪评估填写

不完整，1 名被试人口学信息填写不完整，34 名被试参加过类似实验，故予以剔除。剔除

后，有效被试 174 人(102 女，平均年龄为 18.28 ± 0.52 岁)，其中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

件组 62 人，经历不同负性情绪事件组 57 人，单独经历负性情绪事件组 55 人。对本实验中

合作意愿的单因素方差检验进行灵敏度功效分析(sensitivity power analysis; 假设 α = 0.05, 

power = 0.80)，结果发现，根据现有样本量，我们有能力检测到主效应的最小效应量为 f = 

0.24，属于中等水平的效应。  

5.1.2 实验程序 

本研究采用故事情境操纵负性情绪事件(失败)，具体而言，向被试呈现如下故事情境：

“假想你非常希望本科毕业后能够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你选定了自己理想中的学校和专

业，也非常努力地准备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你对自己充满信心。然而，由于发挥失常，

你考试失败了，也与自己理想中的学校和专业失之交臂！”随后，要求被试评定其情绪状态：

“此时，你的心情如何？”被试在 6 个情绪条目上采用 Likert-7 点评分：我感觉到开心 /愉快 /

自豪 /伤心 /难过 /失望(1 = 非常不符合，7 = 非常符合)。  

为操纵三种实验条件，告知被试：“如果恰在此时，有一项任务需要你和一名陌生同学

一起合作完成。[你得知，这名同学也刚刚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由于发挥失常而失败了。][你

得知，这名同学刚刚和男 /女朋友分手，失恋了。]你有多愿意和该同学合作完成这项任务？”

中括弧内分别为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 (以下简称“相同经历”)和经历不同负性情绪事

件(以下简称“不同经历”)的表述，单独经历条件下无上述表述。被试在 Likert 7 点量表上评

定其合作意愿(1 = 非常不愿意，7 = 非常愿意)。最后，被试填写人口学信息，及是否参加

过类似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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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结果分析 

分别将三项负性情绪测项(α = 0.93)和正性情绪测项(α = 0.92)进行平均处理并进行配对

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被试体验到的负性情绪 (M = 5.52, SD = 1.40)显著高于正性情绪(M = 

1.66, SD = 1.14), t(173) = -22.09, p < 0.001, d =3.02。这一结果表明负性情绪事件操纵有效。

此外，被试在三种实验条件下感知到的负性情绪无显著差异，F(2, 171) = 0.22, p = 0.80; BF10 

= 0.07, 表明当前数据较强的证据支持 H0。  

以三种实验条件为自变量，被试的合作意愿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

示，三种实验条件下的合作意愿差异显著，F(2, 171) = 6.97, p = 0.001, ŋ
2 

p = 0.08。如图 4。事

后检验表明，相同经历条件下被试的合作意愿(M = 4.68, SD = 1.43)显著高于不同经历(M = 

4.05, SD = 1.41)和单独经历条件(M = 3.69, SD = 1.51), ps < 0.05。不同经历和单独经历条件

下的合作意愿无显著差异，p = 0.19; BF10 = 0.43, 表明当前数据较弱的证据支持 H0。  

 

图 4 不同实验条件下个体的合作意愿 (M±SE) 

5.3 讨论 

实验 4 结果表明：共同经历相同负性事件和经历不同负性事件条件下被试感知到的负

性情绪无显著性差异，然而在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条件下，相比经历不同负性事件

和单独经历负性情绪事件条件，被试报告了更高的合作意愿。这一结果意味着，共同经历

负性情绪事件之所以会促进个体之间的合作，主要是由于经历了相同的负性情绪事件所致，

而非由于共同经历负性情绪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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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讨论 

6.1 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促进合作 

本研究四项实验旨在考察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相比单独经历负性情绪事件，是

否会增加个体之间的合作。其中，实验 1 采用抽奖任务，实验 2 和实验 3 采用瑞文推理测

验任务来操纵负性情绪事件，以公共物品博弈任务测量合作行为。实验 1 的结果表明，共

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相比单独经历负性情绪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个体之间的合

作行为，尽管其结果并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实验 2 和实验 3 的结果则一致表明，共同经

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相比单独经历负性情绪事件，显著促进了个体之间的合作行为。实验

4 采用故事情境操纵了个体共同经历“相同”和“不同”的负性情绪事件，以及单独经历负性情

绪事件三组条件，并测量了被试的合作意愿。结果发现，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条件

下，相比单独经历负性情绪事件和共同经历不同负性情绪事件条件下，被试报告了更高的

合作意愿；而共同经历不同负性情绪事件和单独经历负性情绪事件两种条件下被试报告的

合作意愿无显著性差异。本研究结果与以往关于同步性活动会增加合作 (Valdesolo et al., 

2010; Wiltermuth & Heath, 2009; Woolley & Fishbach, 2017)，以及共同经历生理性疼痛会增

加合作(Bastian et al., 2014; Wang et al., 2019)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此外，本研究结果还与群际间共同经历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研究表明，群体之间共享

弱势地位，会增加弱势群体之间的积极态度(Cortland et al., 2017; Craig & Richeson, 2012)。

例如，Craig 和 Richeson (2012)发现，经历种族歧视的拉丁美籍人或亚裔美籍人都对共同经

历种族歧视的群体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Cortland 等(2017)发现，诱发黑人被试的弱势经历

会让他们更加支持同样处于弱势地位的同性恋者的婚姻。综上，本研究丰富和扩展了共同

经历的研究领域。  

6.2 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促进合作的潜在机制 

本研究还对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增加合作的潜在机制进行了考察。实验 2 对三种

可能的潜在机制，即归属需要、社会联结和内群体认同，进行了测量。中介分析表明，只有归属

需要在共同经历负性情绪事件和合作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实验 3 对归属需

要进行了实验操纵，结果表明，共同经历失败，相比单独经历失败，增加了共同经历者之间的

合作行为。然而，一旦归属需要得到满足，共同经历失败的被试不再对共同经历者表现出

更多的合作行为。上述结果支持归属需要是导致共同经历负性情绪事件增加个体间合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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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原因。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本研究重点在考察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相比单独经

历负性情绪事件，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然而由于实验 1 采用了 2(经历类型：共同经历、单

独经历) × 2(情绪事件类型：成功、失败 )的实验设计，这得以让我们也涉及到共同经历正性

情绪事件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共同经历正性情绪事件，相比单独经历正性

情绪事件，并未增加共同经历者之间的合作行为。这一研究结果也符合本研究基于归属需

要做出的预测：共同经历正性情绪事件并不会威胁个体的归属需要，因而个体并不会为了

满足归属需要而表现出更高的合作行为。实验 4 的结果进一步说明了，促进个体间的合作

的结果是由于“共同经历相同的负性情绪事件”而非“共同经历负性情绪”所致。  

本研究并未发现社会联结是促使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增加个体间合作行为的原

因。这似乎与以往研究结果不一致。Wiltermuth 和 Heath (2009)发现，同步性活动(协同性唱

歌或同步性唱跳)能够通过增强群体成员之间的社会联结而增加彼此间的合作行为。导致这

种不一致的原因在于，同步性活动与共同经历失败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共同经历”。首先，正

如我们前文所论述的，同步性活动并不强调事件的情绪性质。其次，虽然共同经历有可能增加

社会联结，然而负性情绪事件所导致的负性情绪则可能破坏这种社会联结(Denson et al., 2011)。此外，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共同经历负性情绪事件也并未增加共同经历者之间的内群体认同。这

一结果符合社会身份理论(Tajfel & Turner, 1986)所指出的，为了维持和增强自尊，人们会寻求

积极的社会身份，对高地位的群体产生认同。换言之，人们不愿意向处于不利地位的他人(如

本研究中共同经历失败的他人 )寻求身份认同。这一结果也与 Craig 和 Richeson (2014)的研究结

果相一致，该研究发现，在诱发拉丁裔美国人和同性恋者的共同被排斥的经历后，两个群体成

员之间的认同感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因此，本研究排除了内群体认同作为共同经

历负性情绪事件提升合作行为的内在机制这一可能。  

总体而言，本研究关于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增强合作行为的机制的探讨，揭示了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时个体之间会更合作，然而这种合作并

非是因为彼此喜欢和信任(社会联结)，也并非是由于他们将彼此视作同一类人 (内群体认同)，

而是受到归属需要的驱动。  

6.3 研究局限及展望 

首先，本研究仅考察了一种类型的共同经历。现实生活中存在不同类型的共同经历：

一种是个体与他人以一个整体或群体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如整个团队输掉比赛，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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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种族受到歧视，整个国家输掉战争，此时个体以“群体成员身份”共同经历负性情绪事件

(Hornsey et al., 2003; Smith et al., 2012)；另一种是个体与他人以“个体身份”共同经历负性情

绪事件，如一个学生考试失败，另一个学生也考试失败；一个人丢掉工作，另一个人也被

公司辞退；一个人失恋，其朋友也失恋等等。以往已有部分研究对第一种共同经历的情况

进行了考察，例如 Smith 等人(2012)发现，相对于独自遭受拒绝 (个体边缘化)，当与他人作

为一个整体共同遭遇拒绝(群体边缘化)会让个体体验到更强烈的不公平感。本研究主要集中

在个体层面，考察第二种共同经历负性情绪事件的情况，即当个体与他人共同经历相同负

性情绪事件时是否会促进两个个体之间的合作行为。未来的研究可以比较两种类型的共同

经历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其次，在探讨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促进合作行为的潜在机制

中，本研究实验 3 虽然操纵了“归属需要满足”的条件，但并未对该操纵的有效性进行检验。

尽管如此，以往多篇研究已经证明了该操纵的有效性(e.g., Mcconnell et al., 2011; Twenge, 

Zhang, et al., 2007)，且该研究结果与实验 2 关于中介分析的结果相呼应，因而能够比较确

定归属需要是促进共同经历者之间合作行为的重要因素。再次，本研究实验 1～3 在正式实

验开始前，未进行预估样本量计算，而是按照每种条件下 30 名左右被试取样。按照一般标

准(α = 0.05, power = 0.80, 中等水平效应量 f = 0.25)进行预估样本量计算，虽然前三项实验

并未完全达到预估样本量的要求，但灵敏度功效分析显示，现有样本量能够检测出中等效

应量。更重要的，本研究实验 4 根据一般标准对样本量进行了预估，最终招募了能足够检

测出中等效应量大小的样本量。实验 4 也重复验证了实验 1～3 的结果。故而，我们相信本

研究关于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促进合作的结果具有较好的鲁棒性(robustness)。最后，

以往研究表明，社会价值取向是影响合作行为的重要个体因素：亲社会价值取向者更愿意

合作，而亲自我取向者更追求自我利益(刘长江 , 郝芳 , 2011; 王沛 , 陈莉 , 2011)。未来的研

究可以考察个体特征，如个体的社会价值取向，在共同经历负性情绪事件和合作行为中的

调节作用。  

6.4 研究结论及启示 

基于 4 项实验结果，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相比单独经

历负性情绪事件，有利于促进个体之间的合作。本研究结果有利于解释小群体的形成：在

考试、求职、恋爱、人际交往中，共同经历失败的个体往往会彼此合作，抱团取暖。其次，

鉴于共同经历负性情绪事件是人际间的重要粘合剂(增加个体之间的合作)，这意味着，允许

团队成员共同经历负性情绪事件(例如，失败)，相比单独经历负性情绪事件，对于团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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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有利无害。从更宏观的角度而言，本研究结果也为“多难兴邦”等古训提供了部分实验

证据，即在灾难面前，人们更加合作互惠。  

致谢：非常感谢编委老师及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建设性修改意见！感谢Edmund, F. 和

Rhoda E, Perozzi伉俪多次为我们修改英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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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operation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survival of humans. Previou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experiencing negative emotional events typically decreases cooperation. Yet the research has 

primarily focused on experiencing negative emotional events alone. People living in a social environment 

often co-experience negative emotional events with others. Less understood is the impact of 

co-experiencing the same negative events on interpersonal cooperation. The present research hypothesized 

that 1) co-experiencing the same negative emotional events (i.e., failure) increases cooperation between 

co-experiencers compared with experiencing negative emotional events alone; 2) the need to belong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ose co-experiencing negative emotional events and their cooperation. 

Four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two hypotheses. 

In Experiments 1–3, the negative emotional events were manipulated either by failing in a lottery 

(Experiment 1) or in the Raven’s Standard Progressive Matrices (Experiment 2 and 3), and the cooperation 

was measured by a public goods game. The results of the three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co-experiencing a 

negative emotional event promote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experiencers compared with experiencing 

the negative emotional event alone. Furthermore, to examin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this effect, three 

possible mediator variables, the need to belong, social bonds, and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were also 

measured in Experiment 2.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eed to belong, but not social bonds or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experiencing a negative emotional event (i.e., 

failure) and the promoted cooperation. In Experiment 3, the need to belong was manipulated rather than 

measured to further examine its effect on the increase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experience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he need to belong was satisfied, the participants who co-experienced the negative 

emotional event did not behave more cooperatively than when they experienced the emotional event alone. 

Experiment 4 investigated whether people would be more willing to cooperate when they co-experienced 

the same negative emotional events compared with when they experienced different negative emotional 

events or when they experienced the negative emotional events alon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nly the 

participants who co-experienced the same negative emotional event, but not those who co-experienced a 

different negative emotional event, were more likely to cooperate than when they experienced the 

emotional event alone. The implication of the present findings on the formation of small groups and 

enhancing group cohesion wa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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